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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是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提出情绪会受到

社会阶层、
 

社会支持等社会资源的影响.
 

研究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
 

考察社会阶层对老年人情绪的影响

以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结果发现:
 

①
 

社会阶层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负性情绪,
 

对正性情绪预测不显著;
 

②
 

社

会支持在社会阶层对负性情绪的负向影响中起缓冲作用;
 

③
 

收入对高年龄段或已婚老年人影响更大,
 

社会支持的

缓冲作用在高年龄段或已婚老年人中更强.
 

研究启示:
 

要根据老年人已有的社会资源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支

持、
 

物质支持等资源的保障和补充,
 

可以通过减少老年人负性情绪,
 

促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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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older
 

adults
 

to
 

maintai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proposes
 

that
 

emotion
 

is
 

affected
 

by
 

social
 

resources
 

such
 

as
 

social
 

cla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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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to
 

look
 

in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os-
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Social
 

clas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negative
 

affect
 

of
 

the
 

elderly,
 

but
 

not
 

the
 

positive
 

affect.
 

②
 

Social
 

sup-

port
 

buffered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negative
 

emotions.
 

③
 

Incom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older
 

or
 

mar-
ried

 

elderly,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is
 

stronger
 

on
 

older
 

or
 

married
 

elderly.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both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
 

need
 

to
 

provide
 

social
 

resources
 

such
 

as
 

material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older
 

adults
 

according
 

to
 

their
 

soci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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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8.7%,
 

超2.6亿人[1],
 

未来

30年老年人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提出,
 

保障老年人的心

理健康和快乐晚年生活,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
 

个体步入老年阶段后,
 

身体健康机能衰退,
 

社交范围

受限,
 

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是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的核心评价指标[3],
 

饱受心理问题

困扰的老年人更少地感受到幸福感[4].
步入老年阶段后,

 

情绪困扰体验较多.
 

情绪包含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维度,
 

正性情绪指满意、
 

快

乐、
 

愉快等让人感到幸福的一系列情绪,
 

负性情绪则包含烦恼、
 

孤独、
 

焦虑、
 

悲伤等负面情感[5].
 

一项纵向

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的正性情绪不断减少[4].
 

尽管有研究显示,
 

个体的负性情绪在老年阶段

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6],
 

但老年人面临的各种生活、
 

生理与心理上的问题,
 

如丧偶、
 

听力下降、
 

身体疾病、
 

代际关系不畅等,
 

仍导致其负性情绪增加[7-8].
 

正性与负性情绪是幸福感的重要评价指标,
 

关系到个体的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9],
 

与老年人死亡风险密切相关,
 

正性情绪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而负性情

绪则可能加速死亡[10].
 

积极的情绪状态是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不可或缺的因素[11],
 

是老年人实现积极老

龄化,
 

保障其晚年幸福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认为[12],
 

消极情绪是一种对客观环境的反应,
 

环境

中存在的资源丧失威胁和资源直接损失导致了压力的产生.
 

环境中的资源包括个体珍视的个人特征、
 

能

量、
 

条件或物体.
 

资源损失会导致压力等消极情绪产生,
 

而同类型资源的再获得可以缓解资源丧失的消极

作用.
 

消极事件对个体情绪的负面影响会受到外部因素(如社会阶层)的调控,
 

老年人的正性和负性情绪可

能会因社会阶层不同而产生差异.
社会阶层对老年人的情绪状态有预测作用.

 

社会阶层指因为个体所拥有的客观社会资源差异而形成的

不同社会群体,
 

高阶层往往有更高的收入、
 

教育水平和社会声望[13].
 

根据资源保护理论的观点,
 

个体拥有

的社会资源(如金钱、
 

社会地位等)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缓解日常生活挑战[12],
 

对心理健康和积极情绪有

重要作用.
 

高阶层个体拥有更多资源,
 

生活中消极事件对其影响更小[14],
 

因此所诱发的消极情绪水平也更

低;
 

相反,
 

低阶层个体掌握较少的社会资源,
 

有更强的外部依赖性,
 

生活事件或者其他外部因素对其影响

更大,
 

因而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
 

而且对负性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更低[14].
 

最近的研究发现,
 

低阶层个体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重大社会事件时有更高的负性情绪体验[15].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对老年人的情绪状态乃至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社会支持包括外

界金钱等方面的物质支持和关心、
 

安慰、
 

爱护等心理支持[16].
 

研究发现,
 

来自于他人的物质和心理支持可

以缓冲生活中存在的挑战对个体的消极影响[11].
 

与高社会阶层群体相比,
 

低社会阶层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源

不足,
 

面临更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
 

更加需要外部的社会支持,
 

而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能有效缓冲压力对情

绪的消极作用[17].
金钱和物质上的支持以及日常安慰、

 

关心等心理支持能够帮助个体从负性情绪体验中脱离,
 

从而改善

心理状态[18].
 

研究证明社会支持能提高正性情绪并降低负性情绪[19-20].
 

获得较高社会支持的老年人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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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历积极的情绪状态,
 

报告更少的压力体验、
 

抑郁情绪和孤独感[21];
 

相反,
 

社会支持不足的老年人的情

绪幸福感水平较低,
 

正性情绪体验较少而负性情绪则更高[22].
 

因此,
 

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在社会阶层与情

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具体表现为低社会阶层老年人比高社会阶层体验到的正性情绪更少,
 

负性情绪更

多,
 

社会支持可以缓冲这种消极的情绪变化.
基于资源保护理论的观点,

 

外部的资源会调控消极事件对个体情绪的作用,
 

研究选取老年人作为研究

对象,
 

考察内部社会资源(阶层)对老年人情绪的影响,
 

以及外部社会资源的保护性作用,
 

为理解老年人的

情绪,
 

促进积极老龄化,
 

保障老年人积极情绪体验乃至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提出假设:
 

社会阶

层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正性情绪,
 

并负向预测老年人的负性情绪(H1);
 

社会支持在社会阶层与正负性情

绪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H2).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重庆的沙坪坝区、
 

南岸区、
 

忠县和四川的德阳市、
 

成都市社区招募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总计发放800份问卷,
 

排除不能理解问题或无法完成全部调查的老年人,
 

最终得到753份有效问卷.
 

考虑

到老年人的教育水平、
 

听力损失和书写不便等问题,
 

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专业主试以标准化的程序朗读,
 

并记录被试的回答.
1.2 测量

社会阶层:
 

考虑到老年人已经退休,
 

参考刘昌平等[3]的研究,
 

以月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进行衡量.
 

月收

入分为5个水平,
 

从低到高依次为小于1
 

000元、
 

[1
 

000,
 

2
 

000)元、
 

[2
 

000,
 

3
 

000)元、
 

[3
 

000,
 

4
 

000)元、
 

4
 

000元以上;
 

受教育程度分为5个水平,
 

从低到高依次为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

以上,
 

分别记为1到5分.
社会支持: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23],
 

共10个条目,
 

第6和第7条根据支持来源数量计分,
 

其余条

目采用4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示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本研究中α系数为0.75.
正性与负性情绪: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感量表》中的正性负性情绪分量表[24],
 

共10题,
 

正性和

负性情绪各5道,
 

回答“是”
 

“不知道”
 

“否”分别记2分、
 

1分、
 

0分,
 

本研究中正性情绪α系数为0.77,
 

负性

情绪α系数为0.73.

2 结果与分析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25]
 

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通过SPSS
 

24.0对所有量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
 

结果析出26个因子,
 

第一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18.94%,
 

低于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2.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受访的老年人年龄都超过60岁,
 

其中大多数为已婚(68.4%),
 

其次是丧偶(27.9%),
 

少部分未婚

(1.5%)或离异(1.7%);
 

初中以上学历老年人占比36.4%,
 

37.0%仅上过小学,
 

小学以下为26.5%;
 

经济

收入整体不高,
 

47.6%受访者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
 

收入[1
 

000,
 

2
 

000)元为21.2%,
 

[2
 

000,
 

3
 

000)元占

13.5%,
 

[3
 

000,
 

4
 

000)元占9.5%,
 

4
 

000元以上仅占7.6%.
表1列出了数据中主要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年龄与正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与负性情

绪呈显著负相关,
 

被试年龄越大,
 

正性情绪越多,
 

负性情绪越少.
 

值得关注的是,
 

年龄越高,
 

社会支持越

少(r=-0.15,
 

p<0.01).
 

受教育程度与情绪相关不显著,
 

收入与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
 

收入越高,
 

负性情绪越少(r=-0.18,
 

p<0.01).
 

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

越高(r=0.26,
 

p<0.01)、
 

收入越高(r=0.23,
 

p<0.01),
 

社会支持也越高.
 

社会支持与情绪相关显著,
 

社会支持越高,
 

正性情绪越多(r=0.30,
 

p<0.01),
 

负性情绪越少(r=-0.2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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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相关分析矩阵

指标 M SD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收入 社会支持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受教育程度 2.25 1.05 -0.07 - - - - -

收入 2.07 1.30 0.10** 0.56** - - - -

社会支持 39.37 7.97 -0.15** 0.26** 0.23** - - -

正性情绪 8.04 2.26 0.07* 0.01 0.03 0.30** - -

负性情绪 2.63 2.85 -0.11** -0.09* -0.18** -0.25** -0.47** -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2.2 社会阶层对情绪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社会阶层指标中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于情绪的影响不尽相同,
 

受教育程度相对收入来说更稳

定,
 

并不存在损失的威胁,
 

故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情绪的影响可能更强[12].
 

因此,
 

进行社会阶层分析时,
 

分别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预测变量,
 

正性和负性情绪作为被预测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所

示,
 

受教育程度(β=-0.07,
 

p=0.45)和收入(β=0.09,
 

p=0.24)对正性情绪预测不显著.
 

受教育程度对

负性情绪预测不显著(β=0.12,
 

p=0.76),
 

但是收入对负性情绪呈显著负向影响(β=-0.41,
 

p<0.001),
 

说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
 

负性情绪越少.
表2 社会阶层对情绪回归分析

指标
正性情绪

β SE p

负性情绪

β SE p
常量 8.02 0.20 <0.001 3.40 0.25 <0.001

受教育程度 -0.07 0.10 0.45 0.04 0.12 0.76

收入 0.09 0.08 0.24 -0.41 0.10 <0.001

2.3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究社会支持在老年人社会阶层对正负性情绪预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使用SPSS
 

24.0插件PROCESS
中模型1,

 

分别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为预测变量,
 

进行社会支持调节效应分析.
以受教育程度为预测变量,

 

正负性情绪为结果变量,
 

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量,
 

结果显示,
 

受教育程度不

能显著预测老年人的负性情绪(β=-0.01,
 

p=0.35),
 

交互项不显著(β=0.01,
 

p=0.28);
 

教育程度能负

向显著预测老年人正性情绪(β=-0.18,
 

p<0.05),
 

交互项也不显著(β=-0.00,
 

p=0.82).

图1 收入与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的作用

以收入为预测变量,
 

正负性情绪为结果变

量,
 

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量,
 

进行调节效应分

析,
 

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显著(β=
0.02,

 

p<0.05).
 

收入和社会支持均能显著

预测负性情绪,
 

收入越高(β=-0.31,
 

p<
0.001),

 

社 会 支 持 越 高(β= -0.08,
 

p<
0.001),

 

负性情绪越少.
 

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1,
 

相对于社会支持低(-1SD)的老年人,
 

高

社会支持(+1SD)老年人的收入对负性情绪的

消极作用更小.
 

换言之,
 

社会支持能缓冲收入

对老年人情绪的消极影响.
 

收入对正性情绪

预测不显著(β=0.13,
 

p=0.69),
 

社会支持

调节效应不显著(β=-0.01,
 

p=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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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年龄多群组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
 

年龄与社会支持程度呈现负相关,
 

而年龄越高由于其身体机能退化更加严重,
 

因此需

要的社会支持应该越多.
 

为了解社会支持等因素对不同年龄段的影响,
 

进行年龄多群组分析.
 

根据受访者

年龄,
 

分为低年龄老年人组(60~70岁)与高年龄老年人组(70岁及以上),
 

进行群组分析.
 

结果显示,
 

无限

制模型与各个假设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3,
 

CFI<0.9,
 

NFI<0.5,
 

RMSEA>0.08),
 

说明在不同年

龄组中,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群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
 

相比于低年龄段老年人,
 

收入更能显著负向预测高年龄组老年人负性情绪(β
 

=-0.98,
 

p<0.001),
 

即年龄越大,
 

阶层对负性情绪

的影响越大.
 

相比于低年龄段老年人,
 

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在高年龄老年人中更强(β=0.02,
 

p<0.001),
 

社会支持更能缓冲高龄老年人中出现的社会阶层对情绪的消极影响(表4).
表3 年龄多群组分析模型适配

拟合指标 Δχ2 df RMSEA NFI CFI

无限制模型 - 4 0.94 0.04 0.04

结构系数模型 2.52 8 0.67 0.04 0.04

结构协方差模型 41.57*** 14 0.50 0.03 0.03

结构残差模型 56.19*** 16 0.47 0.02 0.02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表4 社会支持对年龄群组的调节效应模型

指标
低年龄老年人

β SE
高年龄老年人

β SE
Z

收入 -0.57*** 0.13 -0.98*** 0.1 -2.51*

社会支持 -0.12*** 0.02 -0.11*** 0.02 0.3

交互项 0.01** 0 0.02*** 0 2.84**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2.5 婚姻状况多群组分析

除年龄外,
 

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
 

对比有伴侣的老年人,
 

丧偶或单身的老年人更有

可能产生焦虑、
 

抑郁、
 

紧张等负性情绪,
 

同时有更低的社会支持水平[7].
 

根据受访者婚姻状况,
 

将受访者分

为有伴侣组(已婚)和无伴侣组(未婚、
 

丧偶和离异)进行婚姻状况群组分析.
 

结果显示,
 

无限制模型与各个

假设模型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5,
 

CFI<0.9,
 

NFI<0.5,
 

RMSEA>0.08),
 

说明社会支持调节模型

存在婚姻状况上的显著差异.
 

婚姻状况群组对比分析结果如表6,
 

收入对负性情绪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34,
 

p<0.01),
 

有伴侣组的负性情绪受收入影响更大(β=-1.13,
 

p<0.001);
 

有伴侣组相比于无

伴侣组老年人社会支持调节效应更强(β=0.02,
 

p<0.001),
 

即对有伴侣的老年人来说,
 

社会支持缓冲社

会阶层对情绪消极效应的作用更强.
表5 婚姻多群组分析模型适配

拟合指标 Δχ2 df RMSEA NFI CFI

无限制模型 - 4 0.93 0.03 0.03

结构系数模型 3.66 8 0.66 0.03 0.03

结构协方差模型 25.18*** 10 0.59 0.02 0.02

结构残差模型 36.27*** 12 0.54 0.02 0.02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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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社会支持对婚姻群组的调节效应模型

指标
有伴侣

β SE
无伴侣

β SE
Z

收入 -1.31*** 0.09 -0.67*** 0.17 3.34**

社会支持 -0.14*** 0.02 -0.08** 0.03 1.90

交互项 0.02*** 0 0.01** 0 -2.48*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影响老年人的情绪,
 

但是不同指标的作用有差异,
 

其中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情绪

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收入仅对负性情绪预测有统计学意义,
 

收入越高,
 

负性情绪越少,
 

且社会支持能缓冲

低收入对老年人负性情绪的影响.
 

进一步群组分析发现,
 

收入对高年龄段或已婚老年人影响更大,
 

社会支

持的缓冲作用也在高年龄段或已婚老年人中更强.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26],

 

收入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负性情绪,
 

部分验证了假设1.
 

收入是社会阶层的

衡量指标之一,
 

高收入往往意味着接受过更多的教育、
 

高社会声望、
 

家庭以及生活环境更优越、
 

更加满足

需要的养老条件等,
 

这些较好的外部资源为应对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挑战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因

此高收入老年人负面情绪更少.
 

在老年期所经历的各种消极事件中,
 

收入所代表的个体资源能够一定程度

保护老年人,
 

避免其产生相应的负性情绪[11],
 

即使体验到负性情绪后,
 

高收入老年人也能更好地进行自我

调节[14].
 

因此,
 

应对能力和调节能力对高收入老年人的情绪进行双重保护.
 

但是,
 

收入并没有预测老年人

的正性情绪,
 

这与Steptoe等[27]的研究结果一致,
 

可能是因为正性情绪更多与人格因素相关.
 

一项元分析

发现,
 

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
 

个体人格特质对正性情绪的预测作用更强[28],
 

拥有幸福人格特质的低收入老

年人与高收入老年人一样,
 

都能获得高水平的正性情绪体验,
 

而且正性情绪并不会如负性情绪一样受到消

极生活事件的持久性影响[29].
 

值得一提的是,
 

本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对老年人情绪产生显著影响.
 

教

育与正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
 

有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情绪状态之间呈正相关[3],
 

而有的研究

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负向预测个体的情绪[30].
 

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情绪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因素,
 

如教育可

能是通过自尊、
 

收入、
 

健康水平、
 

社交网络、
 

体育娱乐活动、
 

睡眠状况等复杂中介起作用而不是直接影响老

年人情绪[3,
 

31],
 

未来研究可以进行深入探索.
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2,

 

社会支持削弱了收入对老年人负性情绪的影响,
 

说明如果获得积极的社会支

持,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收入这种社会资源的不足,
 

保护老年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个体在老年阶段面

临各种资源的丧失,
 

如收入减少、
 

社交网络缩小、
 

社交活动不足[3],
 

诱发负性情绪,
 

但社会支持会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老年人资源不足的困境.
 

收入不足的老年人如果能够从政府或伴侣、
 

子女等亲密他人那里获得的

物质和情感支持可以作为资源补充,
 

帮助老年人有效应对外部消极事件,
 

降低负性情绪的同时也避免更多

负性情绪体验.
 

与高阶层老年人相比,
 

低阶层老年人自身收入较低,
 

物质支持更加依赖儿女供养和政府、
 

社会的临时资助,
 

因此有更强的外部依赖性.
 

此外,
 

老年人得到的情感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近端社交网络

(如家人、
 

朋友),
 

从远端社交网络(如同事、
 

政府)中获得的情感社会支持较少[22].
 

后续研究可以充分考虑

不同阶层老年人的情感以及社会支持需求,
 

通过建立社区心理援助中心等方式,
 

为老年人提供远端社交网

络支持,
 

增加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来源,
 

提升个体晚年生活的情绪体验,
 

实现积极老龄化.
高年龄段老年人负性情绪受收入影响更大,

 

社会支持的保护作用也更强.
 

与刚进入老年阶段的个体相

比,
 

高年龄段老年人面临更多的资源受损,
 

活动参与减少[32],
 

社会支持减少,
 

这导致高年龄段老年人体会

到更多的负性情绪如抑郁、
 

悲伤、
 

紧张等;
 

而且因为个体资源的缺失,
 

处于低阶层的老年人更能感受到这

种丧失感.
 

因此,
 

高年龄段的低阶层老年人有更高的负性情绪水平,
 

且更需要社会支持以缓冲资源缺失带

来的负性情绪体验.
 

从积极的角度看,
 

高龄老年人的日常消极情绪水平可能并不低,
 

反而随着年龄增长而

有一定上升[21].
 

本研究证实年龄显著正向预测老年人正性情绪,
 

负向预测老年人负性情绪.
 

无论是子女还

是社会管理部门,
 

都要充分考虑年龄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要充分理解进入高龄后身体或者其他客观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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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对心理的影响,
 

提供更多元化、
 

更加强有力的社会支持.
收入对有伴侣的老年人负性情绪影响更强,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也更强;
 

可能因为经济收入间接影响

了婚姻满意度,
 

从而导致更多的负性情绪.
 

随着个体步入老年阶段,
 

社交网络缩小,
 

夫妻关系成为其最核

心的人际关系之一[33].
 

低收入给夫妻双方都带来一定经济压力,
 

这种压力会诱发夫妻关系不和谐,
 

即“贫
贱夫妻百事哀”,

 

导致沮丧、
 

愤怒和抑郁等负性情绪[34].
 

尽管有伴侣带来的情感支持,
 

但由于婚姻满意度的

下降,
 

情感支持也相应减少.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探索婚姻满意度在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对老年人情绪的影响,

 

研究结果对于资源保护理论以及与老年人相关的社会工

作具有积极价值.
 

资源保护理论认为资源丧失导致压力的产生并进而诱发负性情绪,
 

而资源再获得则可以

缓解这种消极作用.
 

本研究证明缺失资源对情绪的作用不仅仅可以通过再获得来修补,
 

也可以通过不同类

型的资源补充来修补,
 

如低收入老人缺失金钱资源诱发的消极情绪,
 

可以通过子女、
 

朋友等心理支持得以

降低.
 

不同资源之间具有相互补偿的作用,
 

扩展了资源保护理论的观点.
 

研究结果也为向老年人提供物质

和心理社会支持提供了科学依据.
 

进入老年阶段之后,
 

都会经历社会阶层的“主客观降低”,
 

即退休之后实

际收入下降、
 

社会声誉降低,
 

以及身体功能衰退等资源丧失,
 

老年人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再就业、
 

社会交往、
 

锻炼身体、
 

志愿者服务等,
 

再获得失去的资源,
 

对抗消极情绪;
 

社区层面可以给予老年人近端资源支持,
 

加

强社区内部老年人组织程度,
 

定期举行相应活动,
 

鼓励老年人参与,
 

并提供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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